
1 

 

doi:10.3799/dqkx.2025.076 

秦岭北麓乡村人-地-业系统互馈模式与机理  

杨如玉 1, 2, 黄晓燕 1, 2, 秦玥 1, 2, 孙腾 1, 2, 吴楚晴 1, 2, 朱迪 1, 2, 许诺 1, 

2, 铉登祺 1, 2, 王子奇 1, 2, 吕 艳 3, 刘 冬 4, 申艳军 3, 5, 6, 曹小曙 7, 2*, 

彭建兵 3, 5, 6, 8 

1.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西安 710119 

2.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 西安 710119 

3. 长安大学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 西安 710054 

4. 西安科技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西安 710054 

5. 长安大学陕西省黄河科学研究院，西安 710054 

6. 黄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筹), 西安 710054 

7.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州 510006 

8.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安全研究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乡村是自然环境、人类活动与产业发展之间矛盾最突出的地域单元，厘清乡村人-地-业系统互馈机理是践行乡村振兴

战略的科学基础。秦岭北麓敏感的地理环境特征和周边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人地协调带来了重大挑战，是乡村人-地-业系

统互馈研究的典型区域。本文依据人地耦合协调强度、地貌、土地利用和旅游资源，将秦岭北麓的乡村分为 8 种类型，分别

探究人-地-业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并总结典型模式，提出系统优化和防止系统崩溃调控路径。研究发现，耦合互馈

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自给型人地共生期、劳动力析出土地松绑期、产业融合生态觉醒期和政策调控系统重构期。按产业或

生计方式将秦岭北麓乡村人-地-业系统归纳为农业特色和旅游特色两种互馈模式。为防止系统崩溃，农业特色村需构建多层次

韧性防御体系，涵盖灾害预警、产业多元、合作网络维护与动态政策调控；旅游特色村以文化资源深度开发、构建“旅游业+”

的复合产业和弹性开发政策、抵御同质竞争与生态超载风险来维持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可为促进生态敏感区域乡村人-地-业

系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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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ntryside is the most prominent geographical unit of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 activiti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larifying the mechanism of human-land-industry system mutual feedback in the countryside is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sation. The northern foothills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are a typical area 

for the study of rural human-land-industry system inter-feedback due to its sensitive ge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eighbouring socio-economies, which pose a major challenge to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local human-land. 

Based on the strength of human-l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geomorphology, land use and tourism resource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countryside into eight types,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lements of the human-land-industry system, summarises 

the typical patterns, and puts forward a path for system optimisation and prevention of system collapse regul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oupling and mutual feedback ar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namely, the period of self-sufficient human-land symbiosis, the period of 

labor migration and land abandonment, the period of ecological awakening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the period of reconfiguration of 

the policy-regulated system. The human-land-industry system in the villages in the northern foothills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is 

categorised into two typical mutual feedback patterns, namely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y or livelihood mode. In order to prevent system collapse, agricultural villages need to build a multi-level resilience defence 

system, covering disaster early warning,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cooperative network maintenance and dynamic policy regulation; 

tourism villages need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deeply developing cultural resources, constructing a composite industry 

of ‘tourism+’, and resilient development policies to resist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and ecological overload risks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uman-land-industry systems in 

ecologically sensitive areas. 

Key words: human-land-industry system; villages; mutual feedback mechanism; regulation path; the northern foothills of Qinling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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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人类活动与产业发展之间形成了复

杂而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乡村成为一个相对

独立且功能完整的系统单元，而乡村又是人类进行

生产、生活的最基本地域单元，也是人-地-业矛盾最

初产生的单元 (刘彦随等, 2019)，对揭示人地互馈

关系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对治理人地矛盾有重要实

践意义。明确乡村人-地-业系统间互动模式，厘清系

统互馈机理，有助于找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

资源与生态多样性保护协同权衡的途径，更好地指

导乡村地区政策制定和社会行为调整，这也是践行

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战略、推进可持续发展的

科学基础 (龙花楼等, 2009; 陆林等, 2019)。 

近年来，乡村人-地-业系统相互作用的研究在乡

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持续升温。这一领域原本

根植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吴传钧, 

1991)、人地耦合理论  (Liu et al., 2007; 曹小曙 , 

2019)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Ostrom, 2009)，但随着

乡村振兴实践的深入，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仅关注

人与土地的关系已不足以解释乡村转型的复杂性，

必须将产业纳入分析框架。早期的研究往往孤立探

讨某个要素的变化，比如土地政策如何影响人口流

动，或产业发展如何改变土地用途 (杨新军等, 

2015; 李红波等, 2018)。但随着城乡融合加速，学

者们开始关注人、地、业三者的非线性互动关系，以

及城市化、跨区域政策和数字经济对传统乡村边界

的打破 (刘鲁宁和刘勉, 2025)。结合复杂系统理论

和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框架，研究者正尝试建立更全

面的分析模型，如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框架 (Carl et 

al., 2002; Palau and Claramunt-López, 2024; Qu et al., 

2025)、行动者网络理论 (Xu et al., 2022)、基于代理

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 (Bazzana et al., 2020)、

系统动力学仿真模拟 (Keyhanpour et al., 2021)等。

目前，研究正在向远程耦合、全局尺度、复杂模式深

化 (Bourceret et al., 2021; Quintas-Soriano et al., 2022; 

马恩朴等, 2023; 冯德东等, 2025)。已有研究构建了

乡村人地系统要素相互作用机制框架，分析了要素

变化的外部环境与关键触发因子，阐述了系统要素

变化与村镇建设关系及其激发乡村发展潜力的机理 

(Gupta et al., 2022; Cremin et al., 2024; de Waroux et 

al., 2024)。 

从作用机理和调控路径上看，首先乡村内部的

人-地-业系统互馈在于从数量、质量、空间匹配上来

优化要素组合和相互作用，从而塑造乡村发展动力，

推动乡村向耦合协调状态迁移，为乡村多功能协调

与振兴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马历和龙花楼, 2020; 

李鑫等, 2022)。而外力作用，如制度结构、技术变

革、气候变化、资本流动等会打破原有系统平衡，进

一步强化或削弱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造成用地结

构调整、资源要素流动、产业转型、人口流动等，进

而重构人-地-业系统的空间交互机制 (黄晶等, 

2021; 李鑫等, 2022; 陈义勇等, 2024)。 

调控路径的研究与系统稳态的实证密不可分。

学者们多从政策工具、技术创新与社区治理等方面

出发。政策工具差异化应用是核心原则，现有研究

讨论了碳交易、绿色共享经济、生态补偿等政策工

具的适用性 (陈少华, 2024; 冯德东等, 2025)。技

术创新方面，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应用，正在重塑乡

村系统的运行逻辑 (刘鲁宁和刘勉, 2025)。在社区

治理上，凝聚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有助于实现人-地

-业和谐发展。有研究提出了通过精英返乡创业与原

住居民协同，构建以利益共享为核心、以文化认同

为纽带的乡村社区共生体来提升乡村遗产地的内生

动力 (陶慧等, 2022)。 

然而目前乡村人-地-业系统的研究多在省级、市

级、县级尺度展开，以定量分析为主，而聚焦于村域

或个体行为微观机理剖析的研究较少。这种模式的

薄弱之处在于，同一区域政策下不同乡村因资源禀

赋或外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差异可能产生截然不同

的响应，只有聚焦于乡村，才能发现这种不同，大尺

度的研究对政策效果的精准评估提出挑战。其次，

现有研究对于不同类型乡村人-地-业系统在外界影

响因素下状态演变的横向对比以及相应的调控机制

研究相对缺乏 (Li et al., 2023)，因此理论成果与乡

村振兴切实可行的策略对接不足。 

本文以秦岭北麓为研究区域，秦岭北麓兼具了

复杂、敏感的地理环境特征，是生态修复、环境保护

的重要区域 (李君轶等, 2021; 彭建兵等, 2023; 

申艳军等, 2024)。其众多峪口和乡村聚落更是关中

地区千年以来生存智慧和社会生态演变的核心载体 

(徐盼盼等, 2024; 刘冬等, 2025)；又因其紧邻西

安大都市区，关中地区人口不断增加、城镇化不断

加速，人类活动愈加频繁，对当地自然环境和生态

系统的影响范围和强度持续扩大 (岳邦瑞等, 

2022)，对人地协调发展带来挑战。这都使得秦岭北

麓成为乡村人-地-业系统互馈机理和人地协调研究

的典型区域。本研究首先对秦岭北麓乡村人-地-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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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类型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探究不同类型下系统

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并总结典型模式的人-地

-业系统，提出政策建议，旨在为推进区域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和为生态敏感地区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协

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框架 

本文研究框架围绕吴传钧先生的人地关系地域

系统理论展开，该理论阐述了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

两个子系统之间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推动人地系统

发展和变化；以工、农和第三产业产品为主体构成

了产业系统，联结了人和地系统 (吴传钧, 1991)。

人-地-业系统与外部系统之间的互馈关系体现为多

尺度、多维度、多主体的动态耦合过程。本文乡村人

-地-业系统互馈机理的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人”的

系统，村民的生计选择、游客的消费偏好、经营主体

的投资决策以及外来群体的参与方式，共同构成了

对土地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的直接需求；“地”的系

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承载着产业和人口活动；

“业”的系统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动因，产业资金的投

资方向决定了人口和土地的流动方向  (Li et al., 

2018; 李涛, 2022)。 

从系统论视角看，乡村作为开放的复杂系统，

其内部人、地、业三大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始终与外

部自然环境和人为干预形成能量交换与信息传递。

对于系统内生因素和外来扰动因素，需要说明的是，

一个微观系统的外部扰动因素可能是比它更宏观系

统的内生因素，比如某个乡村电商平台的引入对这

个乡村来说是外部因素，但它可能属于更宏观系统，

如县域经济或国家数字乡村战略的内生驱动结果。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单个乡村的人-地-业系统，所以将

外来扰动因素解释为来自乡村系统边界之外的物

质、能量、信息或规则输入等，改变乡村人-地-业系

统原有特征、功能或演化路径的驱动力。研究发现，

外部自然因素通过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直接塑造着

系统的空间载体和产业基础。以区域气候条件为例，

其变化不仅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与产量，直接影

响农业子系统，还会通过改变降水模式重塑生态用

地格局，作用于“地”子系统，进而迫使村民调整种植

结构或转向非农就业，从而波及“人”子系统 (胡特

等, 2016)。这种外部冲击首先打破原有系统平衡，

造成用地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和人口流动的连锁反

应，具体可能表现为灾后重建用地需求激增、传统

农业受损催生应急服务业以及受灾村民外出务工等 

(杨新军等, 2015)。此时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

与灾害补助、产业扶持等外部政策救援的协同作用，

将共同决定系统能否恢复稳态甚至跃迁至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耦合稳态，即突破原有稳态结构向新的

有序状态发生非线性转变。若外部条件持续恶化，

乡村将因恢复力阈值突破而呈现结构、功能不可逆

的退化，即系统崩溃 (Erickson, 2015; McIntyre and 

Roy, 2023)。 

以往的研究表明，在乡村振兴时代，外部人为

因素的介入往往是系统演化更重要的转折点 (李鑫

等, 2022)。人为外部因素通过制度政策和经济波动

等介入系统演化 (Wang et al., 2023)。政策导向通过

土地用途管制直接约束建设用地扩张，倒逼经营主

体在有限空间内优化产业布局，这种约束可能推动

农业向集约化转型，或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以提升

用地效率。经济波动则通过市场需求变化首先传导

至产业子系统，例如农产品价格下跌可能促使村民

减少种植面积，转而发展乡村旅游，激活生态用地

价值，而游客数量的增长又将刺激民宿、餐饮等服

务业扩张，形成人流带动业态升级，业态升级提升

土地价值，土地增值吸引资本投入的正向循环。外

部合作企业的介入往往直接改变三个子系统，成为

系统跃迁的催化剂 (陶慧等, 2022)，当龙头企业嵌

入乡村时，不仅重构了农业生产组织方式，还推动

土地流转形成规模化经营，以及通过技术培训改变

村民技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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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乡村人-地-业系统互馈机理假设模型 

Fig. 1  Hypothetical modeling of mutual feedback mechanisms 

in rural human-land-industry systems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本文研究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部，地处秦岭

山地与关中平原交接区，介于 107°73′43″E～

109°79′93″E，33°76′45″N～34°35′71″N 之间，总面积

6466.93km²。研究区海拔高度为 390～3746m，秦岭

内山坡北陡南缓，导致北坡溪峪短急。秦岭北麓海

拔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北低南高、东低西高的格

局。地貌分为平原、中坡度丘陵、高坡度山丘和高梯

度山地 4 种类型，高梯度山地地貌类型分布最广泛，

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山地区域，北部主要分布平

原地貌。 

秦岭北麓涉及西安市范围 6 个行政区县（周至

县、鄠邑区、长安区、灞桥区、蓝田县、临潼区）（图

2），共计 59 个镇街，1109 个行政村（2010 年），

总人口 47.48 万人。2020 年，研究区国内生产总值

650.50 亿元，占西安市的 6.5%；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 1.32 万元，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图 2  秦岭北麓行政区划图 

Fig. 2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in the northern foothills of 

Qinling Mountains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首先运用多维度指标体系对研究区域乡

村进行分类，接着选取各类别代表性村庄开展深入

调研，最后根据调研结果归纳人-地-业系统模式并构

建机理模型。 

2.2.1 乡村分类方法  以往乡村分类的研究主

要从地貌类型、空间发展、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建

设类型、经济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划分 (龙花楼等, 

2009; 段德罡和刘嘉伟, 2018)。根据人地关系地域

系统理论，人和地相互作用的程度区分了乡村的整

体风貌和基本特征。对于秦岭北麓这个特定区域，

乡村人-地-业系统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异，且到西安都

市圈的距离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这两种

分异特征均与区域地貌类型高度相关。同时，秦岭

北麓具有丰富的山地景观资源，孕育出独特的旅游

产业带，用旅游资源划分出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

乡村。乡村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和农户生计方式可

通过土地利用类型刻画。因此，选取人地耦合协调

强度、地貌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和旅游资源指标，对

秦岭北麓区域内 1109 个村进行类型划分，划分流程

（图 3）如下： 

首先，用人地耦合协调度表征生态系统服务与

人类活动强度相互依赖并通过协调而共同作用的紧

密程度。耦合协调度越大代表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

活动强度呈强耦合协同状态，二者关系紧密。 

第二，区分人地相互作用的强弱，村平均人地

耦合协调度≥0.2 是人地作用强烈地区，后续将划分

为集镇型或旅游型，<0.2 则为其他类型，这些地区

人类活动相对较弱，以发展农业和保护生态为主导。 

第三，在人地作用强烈区域中筛选出依靠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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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的村，利用高德地图 2022 年 POI（point of 

interest，被理解为一个具体地点，如商铺、景点、公

交站）数据，筛选出研究区内餐饮美食、酒店住宿、

科教文化、旅游景点、休闲娱乐等大类 POI 点，认

为村内这些 POI 总数量、密度均排名前列（将数量、

密度以自然断点法分为三类，第一类即认为排名前

列）的为旅游型村庄，其余的村划分为集镇型村，此

处人口密集，提供着生活服务和城乡联系的作用。 

第四，将人地耦合协调度<0.2 的村庄按地貌类

型和三调土地利用类型分类。地貌分为平原、山区

两种，以区分垂直分异下人地相互作用机理的规律；

按土地利用类型将村庄分为农耕型、果园型、生态

型和集镇型，分别是村庄内耕地、园地、林地、建设

用地面积最大的种类。此处的集镇型村虽然人地相

互作用不够强烈，但该村（社区）仍然发挥着集镇作

用。将地貌类型与土地利用类型叠加形成的结果与

第三步结果合并，得到 8 种类型。最终乡村类型分

布如图 4，每类乡村的数量和潜在特征总结如表 1 所

示。

 
图 3  乡村人-地-业系统划分类型流程图 

Fig. 3  Flowchart for classifying rural human-land-industry systems 

 
图 4  秦岭北麓乡村类型分布图 

Fig. 4  Map of village types in the northern foothills of Qinling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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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秦岭北麓乡村类型特征与数量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and quantity of village types in the northern foothills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类型 
人地相互

作用强度 
地貌类型 发展方向 主要生计方式 劳动力主要投入方向 数量 

平原农耕型 弱 平原 发展传统农业 务农主导+半工半农+旅游务工 传统农业种植+非农生计活动 189 

山区农耕型 弱 山区 发展传统农业 务农主导+半工半农+务工主导 传统农业种植+非农生计活动 50 

平原果园型 弱 平原 经济作物种植与加工 务农主导+半工半农+旅游务工 传统农业与设施农业+非农生计活动 242 

山区果园型 弱 山区 经济作物种植与加工 务农主导+半工半农+务工主导 传统农业与设施农业+非农生计活动 16 

平原生态型 弱 平原 生态保护 务农主导+半工半农+旅游务工 林业与生态经济+非农生计活动 120 

山区生态型 弱 山区 生态保护 
务农主导+半工半农+旅游务工+

务工主导 
林业与生态经济+非农生计活动 371 

旅游型 强 多数为平原 发展旅游业 旅游主导+旅游务工+务工主导 非农生计活动 40 

集镇型 强或弱 多数为平原 生活服务和城乡联系 务工主导 非农生计活动 81 

2.2.2 数据来源  研究者于 2024 年 1 月 4 日至

7 月 11 日期间，先后 7 次前往 47 个村进行了预调

研，通过非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法进行实地考

察，主要观察和访谈内容包括自然地理条件、人口

特征、产业和生计方式等情况。 

结合预调研，在每个乡村类型中选择具有典型

特征且有普适价值的村庄进行深入研究。选择的条

件首先是核心指标严格匹配，确保现实状况与数据

信息吻合，排除因近一两年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实

际特征与数据呈现结果不符的村庄。其次是村庄的

主导功能、产业需清晰体现该类型特征，村民生计

方式典型并与类型定位接近；兼顾考虑数据可获取

性与完整性，保证样本村在研究区的空间分布相对

均衡；并优先选择面临典型挑战的村庄。最终共选

择 9 村（山区生态型选择 2 个村，其余各选 1 个），

2024 年 10 月 25 至 28 日，由 7 位训练有素的调研

员进行观察记录和访谈。调研内容包括：水、土、

气、生等资源情况、污染源、制约生活和产业的生态

缺陷、生态保护修复措施、灾害；不同土地类型之间

转化的时间和原因；常住人口、人口迁移距离和原

因、迁入人口数量和原因；产业类型、变迁、产业组

织形式、村民参与产业人数、产业依托资源、收益情

况；旅游主导、旅游务工、务工主导、半工半农、传

统务农等生计方式情况；制约当地发展的问题、挑

战以及未来展望。典型村基本特征如表 2 所示，村

庄位置如图 5。正式调研获得 49 个有效访谈样本（表

3）。 

 

图 5  秦岭北麓典型村庄分布图 

Fig. 5  Distribution of typical villages at the northern foothills 

of Qinling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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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秦岭北麓典型区域基本特征 

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villages in the northern foothills of Qinling Mountains 

类型 

（名称） 

平均海

拔/m 

人口数/人（户

籍，常住） 
自然条件 区位条件 主要产业 

平原农耕型 

（团结村） 
522.25  

1244，1314 土质一般，依赖天然降

雨的水利灌溉 

紧邻 107 省道 农业：小麦、玉米、油菜；非农产

业：民宿和研学 

山区农耕型 

（王湾村） 
796.97  

1176，约 550 耕地破碎化 交通条件较差 农业：小麦、红薯和玉米；非农产

业：粉条加工 

平原果园型 

（周一村） 
505.37 

3257，约 2600 沙质壤土，年均光照充

足 

紧邻 107 省道 农业：猕猴桃；非农产业：猕猴桃全

产业链运营、特色民宿 

山区果园型 

（河湾口村） 
651.49  

1182，约 600 地势南北高、中间低，

被灞河、清河两条河流

包围，洪灾易发生 

“中国的第二个敦煌”水

陆庵所在地 

农业：花椒、白皮松、连翘、黄豆；

非农产业：旅游业 

平原生态型 

（太平口村） 
618.27  

523，约 300 土壤瘠薄 靠近比亚迪工厂 农业：葡萄、樱桃 

山区生态型 

（石砭峪新村） 
1328.93  

1759，约 1400 石砭峪河流经，植物资

源优势强 

位于石砭峪口，移民搬

迁后合并而成 

农业：中蜂养殖、油菜和中药材；非

农产业：农产品电商、特色民宿 

山区生态型 

（李家岩村） 
648.41  

862，约 500 域内有“关中八景”之

一高冠瀑布 

位于高冠峪口，附近旅

游资源丰富 

农业：葡萄；非农产业：旅游业 

旅游型 

（太乙村） 
1504.54  

2630，约 2000 目前几乎无耕地，均已

退耕还林 

靠近翠华山和终南山景

区，靠近西安翻译学院 

农业：核桃、板栗；非农产业：旅游

业和新业态 

集镇型 

（草堂营村） 
469.91  

3220，约 2500 耕地被征收作为建设用

地 

域内有草堂寺，靠近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 

农业：葡萄；非农产业：旅游业 

表 3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Table 3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terviewees 

分类 人数/人 分类 人数/人 

性别 
男 34 

村（类型） 

团结村（平原农耕型） 7 

女 15 王湾村（山区农耕型） 3 

年龄 

16-24 岁 1 周一村（平原果园型） 3 

25-34 岁 8 河湾口村（山区果园型） 5 

35-49 岁 16 太平口村（平原生态型） 6 

50-64 岁 17 石砭峪新村（山区生态型） 3 

≥65 岁 7 李家岩村（山区生态型） 9 

身份 

村干部 14 太乙村（旅游型） 2 

村企业管理者或职员 9 草堂营村（集镇型） 11 

个体经营户 8    

旅游景区管理者 5    

普通村民 13    

 

3 结果与讨论 

3.1 乡村人-地-业系统互馈主要阶段 

通过对秦岭北麓 8 种类型乡村调研发现，它们

的人-地-业系统具备相似特征，本文将耦合互馈分为

以下四个阶段：小农经济时期、本世纪初至 2010 年

左右、约 2010 年至 2019 年、约 2019 年至今（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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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秦岭北麓乡村人-地-业系统耦合互馈阶段 

Fig. 6  Coupling and mutual feedback stage of rural human-land-industry system in the northern foothills of Qinling Mountains

阶段一，小农经济时期——自给型人地共生期

（图 6, a）。本阶段以家庭为单位，人口被束缚在土

地上，实现粮食、水等资源的自给自足，产业较单一

但高度适配自然条件。种植、居住等活动产生的污

染受到自然生态系统的调节，农业废弃物返回土地，

形成“取之于地、还之于地”的模式。在这个阶段人-

地-业系统处于和谐的动态平衡中，三个系统相互依

赖，是一个以土地为根基，以农业为纽带，以家庭为

单元的封闭循环体系。 

阶段二，上世纪末至 2010 年左右——劳动力析

出土地松绑期（图 6, b）。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逐渐

满足不了村民基本生计需求，同时城市虹吸效应和

大规模的退耕还林是推动系统变化的关键因素，打

破了传统人地绑定，劳动力外流使得家庭有了务工

收入，减少对自家生产的依赖，促进土地流转，出现

了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生产的萌芽，但也造成一定

的耕地撂荒，人-地-业依赖度出现松动。 

阶段三，约 2010 年至约 2019 年——产业融合

生态觉醒期（图 6, c）。从 2010 年前后，强农惠农

政策成为主要推动因素，使得农业产业化水平提升，

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土地利用效率提高。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创造了更多本地就业机会，保住了农村

劳动力。同时，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和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等新兴产业发展，吸引部分村民返乡创业。游

客涌入带来经济效益，但也加剧了能源消耗和生活

垃圾污染，对秦岭生态保护构成威胁。随着生态保

护意识增强，山区居民搬迁至平原地带，减少了人

类活动对敏感区域的压力。此阶段人-地-业相互依赖

程度较上一阶段显著增强。 

阶段四，约 2019 年至今——政策调控系统重构

期（图 6, d）。在《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及秦岭北

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等政策推动下，

秦岭生态保护地位进一步明确。保护区内违建建筑

被大量拆除，生态用地面积增加，生态问题得到初

步修复。同时，耕地保护制度减少了撂荒现象。但秦

保政策的出台限制了秦岭保护区范围内的旅游产

业，在这种压力下，部分村民再次外出谋生，另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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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外部对生态农产品需求增长而尝试产业转型，

因此整体人口流动趋于稳定。这些政策推动人-地-业

系统向制度约束下的新型平衡演进。 

3.2 不同类型下乡村人-地-业系统互馈差异 

总体来说，秦岭北麓乡村人-地-业系统最明显区

别是由垂直分异造成的（表 4）。平原型村庄在传统

农业基础上，凭借平坦的地形和便捷的交通条件，

更易于拓展服务业，进而推动人口和经济的良性循

环。特别是那些以经济作物种植为特色的平原果园

型村庄，优势尤为明显。以周一村为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人工栽培猕猴桃。21 世纪初实现了猕猴

桃的规模化生产，逐渐成为了周至县猕猴桃种植示

范村，多数村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包括猕猴

桃种植、采摘、分级、包装、物流、销售等，利用交

通便利性，借助科技和市场力量，最终实现农业产

业化与旅游产业化的深度融合。并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建立了长期技术合作关系，引入先进农业科技，

提高种植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同时减少农业污染和能

源消耗，使产业与土地和谐共生。 

相比之下，山区型村庄要实现良好发展，必须

精准定位自身特色以产生良好的转型。例如，山区

生态型村凭借秀美风光往旅游转型，典型案例是山

区生态型李家岩村，邻近高冠瀑布，地理位置便利，

吸引了较多游客。随着客流量的增加，旅游业得到

了快速发展，同时也吸引了外部投资。2010 年前后

全村民居被改造成民宿或农家乐，村民生计方式发

生大规模转变。居住条件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客流

量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但山区型村庄容易面临着

多重不稳定因素，产业韧性不强，灾害或政策波动

易导致产业受损，使得经营主体中断，人口外流。

“前几年不是疫情么，总是封锁，还有雨季就怕泥石

流，下大雨峪口就不让进了，再加上外面经济环境

也不好，这些年游客一下少了好多。村里的旅游生

意就不行了，以前农家乐有 130 家，现在就剩 50 多

家了。好多人没办法，又只能出去打工，另寻出路

了”（山区生态型李家岩村，普通村民）。再如受山

洪影响的山区果园型村，“我们村南北高中间低，被

灞河、清河这两条河环绕，2021 年那次大洪灾之后

我们的地被冲毁，受灾居民也被集中安置了，现在

这些人都出去打工为生了，剩下的村民只能改种更

适应现在土地条件的作物”（河湾口村，村干部）。 

 

表 4  各类型乡村人-地-业关系特征 

Table 4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land-industry relationships in various types of villages 

乡村类型 人-地-业关系特征 

山区型 交通可达性、灾害风险等因素制约人口聚集与土地开发，传统农业受地形制约效率低下，青壮年外流普遍。精准定位自

身特色可产生良好的产业转型。自然灾害可直接破坏农用地和生态用地，产业基础受损，倒逼生计方式转型。 

平原型 平坦地形与交通优势支持规模化农业与经济或政策驱动型商业，如自然教育、高校经济，以及土地流转的衍生业态，抗

市场风险能力较强。这些产业吸引人口集聚，形成相对稳定乡村。 

农耕型 土地依赖传统种植，缺乏技术赋能，产业附加值低，极易造成青壮年外流，劳动力短缺加剧产业空心化。 

果园型 经济作物种植+初加工，部分延伸至旅游业。产业链提供季节性就业，但难以长期稳定人口。 

生态型 保护与开发的矛盾长期存在，人-地-业系统特征受生态保护政策影响大。 

旅游型 依托自然或文化景观资源，旅游业带动短期人口集聚，但可能缺乏持续就业机会，人口波动大。高度依赖游客流量，产

业单一化风险较大。 

集镇型 教育、服务业等多重外部驱动力，抗市场波动和政策风险能力高，多元化产业支撑人口本地化，经济活力强。 

按潜在生计类型来看，农耕型和果园型村庄都

属于农业村，但二者区别在于，农耕型产业附加值

低，更易造成劳动力短缺和产业空心化，尤其是山

区农耕型，但农耕型村收益稳定性较强；果园型村

种植经济作物，经营好的村经济模式可形成家庭农

场+龙头企业+电商平台的网状结构，产业更易多元

化，更容易吸引青年返乡创业，但同时收益稳定性

较弱。“（2021 年洪灾以后）村里开始是种花椒、白

皮松，但最近几年花椒价格降了太多，加上人工成

本投入大，收益特别不好，大家就改成套种连翘，收

入才稍好点，但也不知道未来情况怎么样”（山区果

园型河湾口村，村干部）。生态型村庄往往面临保护

与开发的矛盾，为生态保护而产生的“一刀切”政策

对村庄发展产生很大限制。“我们村地处太平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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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一些村民抓住这个契机，开

设了农家乐，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增收渠道。但

秦岭出了生态保护政策，政府出于生态保护的考量，

不再批准新增农家乐了，游客数量也不多了，再加

上我们村本来就土层薄，不适合耕种，这对我们村

的发展很不利”（平原生态型太平口村，村干部）。但

依赖生态资源和景观资源可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能

部分缓解人地矛盾，甚至吸引回流。比如山区生态

型石砭峪新村所在的秦岭山区植物资源丰富且远离

城市，为中蜂养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外，气候、

土壤条件、湿度和大面积林地等条件适宜种植羊肚

菌、铁皮石斛等中药材，村上建立了自己的石砭峪

电商品牌，提高销量。旅游型村中的大多数依靠其

独特的自然或文化景观资源，由生态村转型而来，

但普遍存在产业路径依赖特征，当产业发展呈现同

质化倾向时，单一游客流量依赖很可能突破人-地-业

系统韧性阈值，导致系统健康互馈机制失序。“虽然

我们挨着翠华山，游客多，但秦岭好玩的地方太多

了，我们想尽量做得更多样化一点，现在村里有 12

家做新业态旅游的（包括与茶艺、文旅、康养有关的

经营个体），我们鼓励这种模式”（旅游型太乙村，村

干部）。集镇型村有教育、服务业等多重外部驱动力，

抗市场波动和政策风险能力高。“我们村以前是开采

砂石的，2011 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在这建了个校区，

好多村里的人都去学校里当保洁、保安，大家都能

住在村里了，每天往返也方便。大学生人来人往的，

我们就开些小饭馆、网吧和小旅馆什么的，还有些

外村的看咱这生意好就搬来常住了，做点小生意”

（集镇型草堂营村，个体经营户）。 

3.3 乡村人-地-业系统典型模式的互馈机理与调控 

3.3.1 农业特色村人-地-业系统  根据秦岭北麓

的典型村调研发现，农业特色村有两个，周一村和

石砭峪新村，分别以销售猕猴桃和山货为特色产业。 

农业特色村的人-地-业系统和谐发展依赖于多

元主体的协作、生态与生产的良性循环以及产业的

协同创新（图 7）。在人的系统中，村民、合作社及

外部参与者需构建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协作网络，

通过引入新型经营主体拓宽资源边界。绿色种植技

术的引入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促使在地的系统中

农用地与生态用地形成调节与反哺共生的互动状态。

这种人业双向互促机制可吸引人才回流，形成内生

动力。业的系统则需通过农业与旅游业互补的产业

融合实现韧性增长，分散市场风险的同时通过游客

消费激活本地经济。 

然而，系统的潜在崩溃点源于内外失衡。从外

部看，极端气候等自然灾害可能直接摧毁农业基础

设施，而灾害预警与恢复机制的缺失会加剧损失。

市场需求突变或价格波动则可能切断经济循环，导

致产业链断裂。此外，过度依赖外部合作易因技术

输入或销售渠道中断，引发劳动力流失与产业空心

化。从内部看，生态用地超负荷承载、化肥滥用等资

源过度开发行为会使土地退化，若生态用地丧失调

节能力，农用地生产力将不可逆下降，村民生计被

迫转向破坏性开发或大规模外出务工，加速系统退

化；脆弱的单一产业结构在遭遇外部冲击时易引发

连锁崩塌，如旅游业过度扩张导致生态退化，最终

反噬农业根基。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可能使系统陷

入人地松绑、地业割裂的恶性循环并走向系统崩溃。 

防止系统崩溃需构建多层次的韧性防御体系，

具体策略包括：（1）强化内生风险应对能力。通过建

立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与备灾储备快速恢复机制，可

降低自然风险的影响；推动循环农业技术，如有机

肥替代、节水灌溉能减少资源消耗，维持生态系统

健康。（2）产业结构多元化以增强韧性。农业与生态

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互补产业深度融合，能够风险

分散，收益互补，避免单一产业崩溃拖累整体系统。

（3）维护稳定的外部合作网络。例如通过政策保障

技术合作的连续性，构建区域销售联盟抵御市场波

动。（4）制度层面动态调控。通过生态补偿机制激励

绿色生产、土地流转政策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村民

参与式规划确保决策贴近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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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农业特色村人-地-业系统耦合互馈机理与调控 

Fig. 7  Coupled mutual feedback mechanism and regulation of human-land-industry systems in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 village 

3.3.2 旅游特色村人-地-业系统  对秦岭北麓的

典型村调研发现，旅游特色村有两个，李家岩村和

太乙村。李家岩村依托高冠瀑布，在整村统一政策

的带动和外部投资的作用下发展旅游业；太乙村邻

近翠华山景区，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大规模

开发民宿和新业态旅游业。 

旅游特色村的人-地-业系统耦合互馈以区位因

素和旅游资源为基础，以旅游业为核心驱动力（图

8）。在人的系统中，村民、游客与自媒体是初始要

素，返乡精英与外部企业合作增强系统多元性，需

确保村民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以避免文化异化，进

而通过文化认同激活传统乡村社区活力。地的系统

中，景观资源、农用地、生态用地与建设用地的平衡

需遵循动态转化、共生循环的逻辑。例如周一村，利

用空置住宅改造民宿，并将住宅原来的照片张贴于

外墙，既能避免土地闲置，又能保留乡土记忆，形成

特色景观。业的系统构建“旅游业+”的复合模式更佳，

即以旅游业为核心产业，通过跨界融合的方式，与

其他产业融合形成多元复合产业形态。农业为旅游

提供食材与田园体验；文化资源挖掘形成差异化的

民俗遗产文化符号，例如水陆庵所在地的河湾口村，

依靠黑神话悟空形象（水陆庵是该游戏的取景地）

提升了旅游附加值；教育产业开发自然研学课程。

这种多产业嵌套分散了市场风险，又通过产业延伸

实现“地业协同”，使系统在外部波动中保持韧性。 

旅游特色村面临着更多系统崩溃的风险。外部

同质化竞争会迫使景观独特性丧失，例如周边类似

旅游地开发缺乏区域联动规划将导致客源分流与品

牌价值稀释；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事件下缺乏应急

储备与恢复机制，将引发产业链断裂。内部脆弱性

更为隐蔽，长期超负荷客流会导致生态用地退化，

破坏“景观-生态”共生基础；过度依赖单一旅游业态

会使系统丧失缓冲能力，一旦市场偏好转移或政策

限制加强，如生态管控政策收紧，收入来源的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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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加速“人地松绑”（如李家岩村反面案例）。建设用

地无序扩张侵占生态空间或文化符号被商业化过度

消费，系统将陷入景观资源掠夺生态基底、传统文

化空心化的恶性循环，最终走向“地业对立、人业割

裂”的崩溃模式。 

防范系统崩溃需在预防、适应、转型方面采取

全周期韧性策略。（1）在预防层面，需通过技术嵌入

与制度设计强化系统稳定性，依据《秦岭保护条例》

中严格保护核心生态功能区的要求，将生态承载力

监测纳入条例执行细则，部署环境质量和人流量智

能监测设备、建立生态承载力监测体系；推行弹性

开发许可制度，在生态保护的整体框架和严守耕地

保护红线前提下，参考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允

许空宅流转为旅游设施用地，进行适度景观更新，

避免开发僵化；遵照《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的意见》，构建区域旅游联盟，通过线路联

动与品牌共建抵御同质竞争，通过旅游收益反哺生

态保护。（2）在适应层面，完善多元化产业结构，例

如发展数字文旅产品降低对实体资源的依赖。同时，

需完善风险应对，如农产品与旅游服务的替代性收

入渠道。（3）在转型层面，应推动“价值深挖”替代“规

模扩张”，通过有文化属性知识产权的深度开发，减

少对物理空间开发的依赖。

 

 
图 8  旅游特色村人-地-业系统耦合互馈机理与调控 

Fig. 8  Coupled mutual feedback mechanism and regulation of human-land-industry systems in tourism characteristic village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依据人地耦合协调强度、地貌、土地利用

类型和旅游资源，将秦岭北麓的乡村划分为8个种类，

分别是平原农耕型、山区农耕型、平原果园型、山区

果园型、平原生态型、山区生态型、集镇型和旅游

型。对8种类型乡村人-地-业系统互馈机理进行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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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以上系统的共性特征是总体上由自然动力

主导转向人为动力主导，耦合互馈分为四个阶段：

小农经济时期的自给型人地共生期、上世纪末至

2010年左右的劳动力析出土地松绑期、约2010年至

2019年的产业融合生态觉醒期、2019年至今的政策

调控系统重构期。 

进一步按产业或生计方式归纳出两种人-地-业

系统耦合互馈模式，包括农业特色村和旅游特色村

模式。农业特色村的人-地-业系统和谐发展依托多元

主体协作、生态循环与产业协同创新，通过绿色技

术应用与产业融合激活内生动力，并借政策激励与

市场需求实现“人勤地丰”的稳态，防范系统崩溃需

构建多层次韧性防御体系，涵盖灾害预警、产业多

元、合作网络维护与动态政策调控，以抵御内外失

衡风险。旅游特色村以文化资源深度开发、文化符

号价值挖掘、构建“旅游业+”的复合产业和弹性开发

政策实现人地共生，从预防到适应到转型全程强化

韧性策略，抵御同质竞争与生态超载风险，维系“地

灵人杰”的可持续发展。 

4.2 讨论 

其他生态敏感区乡村研究也揭示了人-地-业之

间的互馈模式。武夷山自然保护地通过茶旅融合降

低单一产业风险，但因生态理念缺失，造成人-地-业

系统脱节，面临茶产业转型发展与自然保护地管理

协同的困境 (王博杰等, 2022)。也有研究在太行山

东部发现“三生”用地不合理转化加剧景观生态风险

的证据 (于淑会等, 2022)。在喀斯特山区黔西南州

的案例中，乡村依靠打造低敏绿色农业，将薏仁米

产业主动融入城镇康养文化、长寿文化，实现农业

的多功能开发的同时增强城乡融合 (罗昆燕等, 

2022)。这些案例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发展需在产业

转型与生态保护间寻求动态平衡。不同区域虽面临

相似的开发与保护矛盾，但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

件的差异决定了其解决方案的独特性。秦岭北麓的

实践正为类似山区探索一条兼顾生态安全与产业活

力的新路径。本研究所揭示的人-地-业耦合阶段规律、

垂直分异特征及韧性策略框架，为其他山区提供了

可借鉴的范式——即在尊重地貌梯度差异的基础上，

通过多层次韧性构建，实现生态敏感区可持续发展。 

秦岭北麓的特殊性在于其紧邻西安都市圈的区

位条件，这使其系统有更多的转型机会，也加剧了

人地关系重构过程中政策调控的波动性，以及城乡

要素流动的复杂扰动。目前国家大力推行“一村一

品”，使每个村发展有特色、高附加值的主导产品和

产业。本文认为，秦岭北麓乡村人-地-业系统的和谐

发展同样需要区域统筹保护利用与“一村一策”并

行，即，在“一村一品”的基础上，以每个村的人-

地-业系统发展特征和耦合互馈机理为基底，以增强

系统韧性为科学依据，结合村庄社会和生态禀赋制

定针对每个村的差异化发展路径，特别关注都市圈

邻域压力下不同村庄类型的差异化风险结构与发展

机遇。呼应“一村一品”特色定位的同时，又通过区

域协同增强整体韧性，最终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增

值与乡村活力的多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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